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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作为国家建立的特殊救济制度，主要针对因刑事损害遭受严重损失但又无法获得有效

民事救济的刑事被害人提供必要物质保障。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具有法理学和司法实务上的重要制度价值，需要

通过立法加以规范与保障。要通过救助对象、救助条件、救助程序等方面的完备立法，进一步有效保障刑事被害

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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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刑事案件特别是重特大刑事案件在

一定程度上呈多发态势，不仅对社会稳定和被害人人

身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同时也导致因刑事被害人无法

得到足够相应赔偿而产生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自

2005年以来，我国每年大约有 300万左右的刑事被害
人及其近亲属根本不可能从加害人那里获得赔偿。[1]

当前对刑事被害人权益的保护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要求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立法需求也

日益强烈。这种强烈的社会立法需求，亟待理论与实

务界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法律价值与立法可行性

进行深入思考。 
 

一、制度价值分析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指依据一定程序，对因刑

事犯罪行为而遭受损失的刑事被害人及其相关亲属，

在通过其他法律救济途径无法获得赔偿或充分赔偿

时，给予其适当经济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在刑事法

律关系中，刑事被害人等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因犯罪

行为的发生而不能或无法实现；而刑事被害人在国家

的帮助下(通过特定的机关)为恢复或实现自己的权利
积极参加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其作为刑事法律关系主

体的法律地位是不容怀疑的。[2]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彰显司法关怀，实现公平正义，

增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手段，具有重要的法理价值。 

1. 对人权理念的引导价值 
我国高度重视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人权保障理

念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3]当前在刑事诉讼领

域，我国对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控告申诉权、人身

保障权、人格尊严权等人权保护立法相对趋于完善，

但对于被害人特别是被害人在通过其他法律救济途径

无法获得赔偿或充分赔偿时的人权保障问题却缺乏足

够的立法支持。在司法实践中，包括了国家利益、社

会利益和个体利益在内的抽象的刑法法益保护与具体

案件中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往往存在冲突。[4]在刑

事诉讼中，从经济上弥补被害人损失是保障被害人人

权的主要内容之一，但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附

带民事诉讼制度还不足以使这一内容实现。[5]因此，

通过立法迅速建立起统一有效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

度，既是顺应刑事诉讼领域强烈社会需求的必然要求，

也是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充分体现司法人文关怀、引导

树立全面人权保障理念的应有之义。 
2. 对司法公信的保障价值 
“司法最终救济”原则要求司法行为具备公正、高

效、权威的公信力特征。刑事被害人的损害一旦因刑

事犯罪人经济困难等原因无法得到赔偿或足额赔偿，

刑事被害人会对司法机关失去信心，同时也会引发社

会对司法保护的猜疑与不安，严重损害公众对法律权

威的信仰。建立健全刑事被害人制度，可以保护刑事

被害方与司法机关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刑事

被害方对司法机关和司法裁决的信任度，化解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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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和谐。同时，刑事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后，人身

权、人格权均可能遭受极大的损害，极易产生偏激心

理。如果无法从正常途径获得法定赔偿和法律救济，

而自身生活又因刑事侵害行为遭遇困境，出于本能保

护或基本生存的需要，他们极有可能采取同态复仇等

较极端的方法直接报复刑事犯罪人，或因对司法机关

的公信力产生质疑而走上缠访缠诉之路。对无法从罪

犯获得公正赔偿的刑事被害人实施救助，可以使被害

人获得经济利益上的完全补偿，有效缓解刑事被害人

因犯罪侵权所引发的不良心态或不当行为，通过对关

联社会矛盾的源头化解来维护司法公信。 
3. 对救助行为的规范价值 
被害人救助机制严格而言不是刑事诉讼的内容，

但与刑事诉讼中保障被害人权益的制度目标有着密切

的联系。通过建立健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给予刑

事被害人必要的权利救济，有助于实现司法裁判所承

载的构建和谐社会功能。[6]近年来，从人民群众的司

法需求出发，我国部分地区相继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制

度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结合当地实际陆续出台了相

应的制度和规定。不可否认，这些探索整体而言是积

极有益的。但不容忽视的是，一些司法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对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缺乏广度和深度的理

解，加上没有统一的实施标准，各地各自为战，在一

定程度上出现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
决”的现象，救助活动带有较为明显的主观性和随意
性。这种现状若不有效规范，将导致新的司法不公，

对整体司法制度的权威性也极为不利。因此，构建科

学统一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有利于引导规范救助

行为，维护司法公平正义。 
 

二、立法需求与立法条件分析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其构

建需要有完备、充分的立法支持。我国对刑事被害人

救助制度的探索起步较晚，理论研究尚待深入，实践

试点也才初见成效。同时，有关具体政策往往是各部

门、各地区自行制定，“法出多门”，标准不一，效力
不高。随着试点的推行与推进，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必须通过国家立法确立完善，实现由零星、自发的救

助向统一、规范的救助发展。应该说，当前我国要求

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立法需求非常强烈，进行

制度立法的社会条件和法制条件已经趋于成熟。 
1. 立法需求日趋强烈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在

刑事领域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得到了进

一步加强。但对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伴而生的刑

事被害人权利救济问题，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实

践都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导致立法规范明显滞后，司

法保护相对薄弱，形成了加害人与被害人权益保护体

制失衡的不良倾向。近年来，随着重特大恶性刑事案

件的不断发生，因刑事被害人无法得到足够相应赔偿

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对刑事被害人权益的保

护逐步引起我国社会各层面的广泛关注，要求建立刑

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立法需求与社会呼声也日益强

烈。①加强刑事被害人的程序人权保障，应当成为我国

今后刑事诉讼法治建设特别是司法体制改革和刑事诉

讼法修改所必须重视的内容。[7]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

总体进路正在发生回归传统的转向，即在继承和发展

人民司法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坚持司法制度的“人
民性”构建和谐司法体制。[8]因此，对于刑事被害人救

助领域人民群众的强烈社会需求，立法机关、司法机

关应当通过及时、科学的立法支持加以积极回应。 
2. 实证基础逐步发展 
我国法学理论界对于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的研究

成果层出不穷，而司法实务界的实践探索也在逐步深

入。2004年以来，全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在有关机
构的支持配合下就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进行了积极探

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多次召开专题研

讨会，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论证。

在各地各部门探索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实践

中，尽管救助的形式、方法、途径不一，但在救助的

原则、对象、标准、程序等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经验。

中央政法委员会 2008年下发的《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
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在新一

轮司法体制改革中要“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对因
犯罪侵害而陷入生活困境的受害群众 ,实行国家救
助”。2009 年全国人大法工委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民政部等八

家单位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

若干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刑事被害人救助工

作。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9年 3月 25日发布《人民法
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中，再次提出
要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制定人民法院救助

细则，对因受犯罪侵害而陷入生活困境的受害群众实

行国家救助。这些实证基础以及相关政策精神，可以

从不同视角为国家建立统一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立

法提供有益借鉴。此外，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的科学发

展，政府财政调控与驾驭能力不断提高，政府财政完

全有能力对刑事被害人进行适度、及时的经济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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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从立法上建立健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经

济基础已逐步夯实。 
3. 域外立法可供借鉴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最早可追溯至 3600 多年前

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1964 年，新西兰在世
界上最先制定《犯罪被害人补偿法》，英国随后也制定

了《犯罪被害人补偿纲要》。《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

706条 3规定：“凡具有一种犯罪的具体性质的故意行
为或过失行为使人遭受伤害，同时并具备下列条件时，

受害人可以向国家取得补偿金⋯⋯。”[9]美国《联邦犯

罪被害人法》确立了对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的制度，

同时在财政部内设立一项由美国司法部长负责领导的

被害人特别基金，特别基金来源于联邦犯罪案件中所

判处的罚金收入。日本《犯罪被害人等抚恤金付给法》

规定，对因人的生命和身体遭到犯罪行为的侵害而意

外死亡之人的遗族或致残的本人，由国家付给犯罪被

害人等抚恤金。我国台湾地区也于 1998年通过了《犯
罪被害人保护法》，确立了犯罪被害人政府补偿制度。

欧洲于 1983 年制定的 《欧洲补偿暴力犯罪被害人公
约》，已经对补偿对象、条件、金额等作出了比较详尽

的规定。这些相对成熟的境外立法先例，对我国刑事

被害人救助立法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制度立法设想 
 
根据当前的刑事司法实践需求，为了保障刑事被

害人享有依法取得国家救助的权利，在分析既有刑事

救助政策性文件和国外有关立法的基础上，笔者认为

当前确有必要结合我国的刑事司法实际情况制定刑事

被害人救助法，并从国家救助与社会救助两个层面就

该法的应然框架提出初步设想。 
1. 明确国家救助范围 
联合国在 1985 年 《为犯罪和滥用职权行为受害

者取得合法补偿的基本原则宣言》第 11条中规定：“当
无法从罪犯或其他来源得到充分的补偿时，会员国应

设法向下列人等提供金钱上的补偿：1、遭受严重罪行
造成了重大身体伤害而死亡或身心健康损害的受害

者；2、家庭成员，特别是由于这种伤害而死亡或身心
残疾的受害人的受养人。”②我国要参照上述国际宣言
规定，考虑当前国家财力和社会可承受程度，合理限

定国家救助对象范围，应包括需要救助生存权、身体

健康权和基本生活权利的情形，如刑事被害人因刑事

犯罪造成严重伤残，无力支付医疗费用或无法维持本

人及被扶养人基本生活标准；刑事被害人因刑事犯罪

而死亡，造成被扶养人缺乏基本生活保障；刑事被害

人及其家庭因刑事犯罪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无法维持

本人及被扶养人基本生活标准。补偿条件一般应当同

时包括无法从罪犯或其他途径得到充分补偿，被害人

对自己被害不承担责任或承担很少责任等情形。申请

权利人范围可以参照上述联合国宣言、有关国家立法

以及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侵权损害赔偿的相关

司法解释规定，包括因刑事犯罪行为造成身体严重伤

残的刑事被害人，或因刑事犯罪而死亡的刑事被害人

的近亲属和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同时要限定禁止

获得国家救助的范围，如对已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足额

赔偿或救助的，刑事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的，刑事被

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履行法定义务等情形的，应

规定禁止获得国家救助。立法上要通过合理限定救助

范围，避免救助范围过大、重复救济或救助效果引起

社会不良反应等情形。 
2. 合理设置救助申请受理程序 
从一些国家、地区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来看，

都就国家救助工作设置了统一的专门受理与批准机

构。如韩国在地方检察厅内设立了犯罪被害人救助审

议会，救助金申请人应向其住所地、居住地或管辖犯

罪发生地的审议会提出申请，审议会接受申请后应当

迅速作出是否支付救助金的决定。我国台湾地区 1998
年《犯罪被害人保护法》规定，因犯罪行为被害而死

亡者的遗属或受重伤的被害人，可以向犯罪地地方法

院检察署犯罪被害人补偿审议委员会索取并填写申请

书申请补偿金。从我国权力结构体系分析，司法机关

基于在刑事诉讼中履行客观义务的考虑，不宜直接承

担被害人救助申请受理与批准工作，而应当由一个独

立于刑事诉讼且具备救济审批职责与能力的第三方部

门来承担这一工作。而从职责职权特性上看，各级人

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最适格的机构，即由同级民政部门

担任救助申请受理与审批机关，以独立第三人的身份

对申请救助人是否符合救助条件进行审查与许可。刑

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申请国家救助的，应向相应的救

助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并如实提供身份、实际损害后

果、获得民事赔偿情况等相关证明材料；救助申请应

在救助申请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侵害发生之日起法定期

限内提出，但刑事诉讼期间不应计算在内。被害人如

果对补偿审批决定不服，从立法上应当设计相应的救

济途径，包括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10]

救助裁决、救助金发放都应在法定期限内完成，情况

紧急需及时救助的应从速办理。为引导与鼓励抵制犯

罪的社会行为，立法要规定对见义勇为的刑事被害人

应当贯彻从优从快予以国家救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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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学规定国家救助方式标准 
从域外立法来看，给予被害人经济救助是最主要

的救助方式。如英国 1995年《刑事侵害补偿法案》引
入关于赔偿金额的有关规定，被害人应得的补偿根据

所遭遇的犯罪的侵害程度分为 25个等级，可获得的补
偿额从 1000英镑到 2.5万英镑不等。法国 1977年《法
国刑事诉讼法典》第 706条 3规定，凡具有一种犯罪
的具体性质的故意行为或过失行为使人遭受伤害，受

害人可以依法向国家取得补偿金。因此，我国对刑事

被害人的国家救助也应以支付救助金等货币救济为主

要方式。对根据有效司法鉴定认定造成身体严重伤残

的，救助金最高额可参照《国家赔偿法》所设定的国

家赔偿标准。刑事被害人死亡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

能力的人，救助金标准可以参照当地民政部门有关生

活救济与最低生活保障的规定办理。被扶养人是未成

年人的，生活费应付至十八周岁止；是其他无劳动能

力的人，生活费应付至死亡时止。刑事被害人国家救

助可以参照国家赔偿、国家补偿制度，以实行一次性

决定救助为原则，即按照救助范围和标准由有关机关

一次性决定，被害人及其他权利人不得反复申请。在

救助资金来源渠道上，由于对刑事被害人实施的国家

救助行为属于非竞争性、受益非排他性、无对价性的

国家公共行为，理应由国家财政加以保障。因此，立

法中应规定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资金列入法定预算，

并由各级权力机关强化预算审议和资金使用监督职

权。县级以上政府财政部门应当设立和管理专门的刑

事被害人救助资金，国家救助资金除财政拔付部分外，

应当允许接受单位或个人捐赠，提取一定比例的刑事

犯罪所判罚金和没收财产、违法所得等方式筹集，既

考虑资金用途的公益性特点，又确保资金来源的充分

性。同时，立法应严禁国家救助资金用于投资或信托

理财。救助金发放后，如果被告人或其他赔偿义务人

有能力履行民事赔偿义务，救助机关应当依法向其追

偿。 
4. 积极提倡与适度规范社会救助 
刑事被害人救助必须依靠包括社会救助在内的多

元化救助体系，形成社会合力。但社会救助主要是道

德规制层面的问题。因此，从立法上而言，一方面要

从立法原则上进行引导，提倡和鼓励针对刑事被害人

开展社会救助活动，包括设立社会救助基金，开展个

案募捐活动，开展帮扶活动等。另一方面要从立法上

进行保障，包括对社会救助基金设立与管理，企业、

个人捐赠支出等进行税收及其他政策性鼓励。此外，

从立法上还可以设定一定的义务，要求新闻、出版、 

广播、电视等单位有进行刑事被害人救助宣传的义务，

以通过新闻舆论积极引导社会救助。 
刑事被害人救助法作为一项全新制度的立法，需

要统筹兼顾法律的前瞻性和稳定性问题。从立法技巧

上而言，既要将需要立法支持、立法保障的主要救助

原则、基本救助程序和救助机关、被救助人基本权利

义务进行法律规定，同时又要避免包罗万象、过于详

尽的内容载入法律，而应将具体实施程序的立法权限

授予下位法或司法解释，促使救助制度能根据司法实

践和社会需求加以及时调整，确保立法的时效性和实

效性。 
 
注释： 

 
① 如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陈紫芸建议制定《刑
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

代表黄学军也提出了关于制定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的建议。 

② UN Declaration of Basic Principles of Justice for Victims of Crime 
and Abuse of Power, http://www.victimology.org/nl/onlpub/declar/ 
undecl.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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